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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规模化养殖场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养殖场与周边农户之间的纷争，纠纷快速解决取决于企业能准确
地把握周边居民的受偿意愿。为了探究社会网络在农户环境补偿意愿的影响，基于某国际食品公司养殖场附近１８１
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估值法量化农户受偿意愿，运用Ｕｃｉｎｅｔ测算农户社会网络参数，借助 Ｌｏｇｉｔ、Ｔｏｂｉｔ与
ＯＬＳ模型评估社会网络对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是否接受金钱补偿无显著影响，但对于
愿意接受补偿农户而言，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其受偿意愿；具体而言，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均正向影响农户的受偿意

愿，接近中心度负向影响农户的受偿意愿，即靠近社会网络中心的农户受偿意愿更高。这是因为靠近中心地位的农

户，在交往路径上具有控制群体间信息传递的能力，因此可能对其他农户的受偿意愿产生影响，农户在做出受偿意愿

决策时往往会向高社会地位的农户看齐。因此，本文认为规模化养殖场应基于相应指标定位关键人群以有效解决纷

争，稳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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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集约化养殖带来的
环境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表明，规模养

殖会加剧畜禽污染。一方面，规模化程度高的养殖

场，缺乏配套耕地吸收畜禽污染物；另一方面，在环

保资金缺乏的压力下，无害化处理设施投资不足，

大量集中的畜禽污染物未经过环保处理就直接排

入环境中，对水体、土壤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１－２］。

由于环境污染，居民对养殖企业的抗议行为频

频曝出，政府文件以及文献资料也显示居民对畜禽

养殖污染的投诉频次在不断上升［３］。这些纠纷和

冲突是由于养殖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降低了居民

的生活质量，带来了健康风险［４－５］。面对这样的矛

盾，养殖企业一般采用为居民提供经济补偿的方式

解决问题，经济补偿可以维持居民福利水平，被认

为是解决企业与居民纠纷的有效方案［６］。

纠纷能否快速解决取决于企业能否准确地把

握周边居民的受偿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ａｃｃｅｐｔ，
ＷＴＡ）。已有诸多学者关注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
并主要聚焦于禀赋条件、认知水平、影响预期等方

面［７－１１］。嵌入性观点表明，行为人个体在做出相关

决策时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

络对其决策行为具有较大影响［１２］，网络中的个体可

以根据相互交流获取的信息进行决策。此外，社会

网络也可通过作用于嵌入其中个体的兴趣和意愿

来影响个体的决策。再者，社会网络具有塑造社会

规范的功能，当个体行为意向从社交网络中的多个

其他个体处获得支持时，个体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就

更大［１３］。

在具有“地缘社会”和“亲缘社会”特征的我国

农村，社会网络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更加明显。以

“地缘、亲缘”为基础形成的一群特定个人之间的关

系网，是个人生活的社会结构，对个体消费与技术

采纳等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１４－１５］。我国农村社

会具有显著的“差序格局”特征，农村社会网络正是

以农民个体为节点，通过一定的关系相互连接而形

成的社会网络［１６－１８］。在农村偏远地区，由于通信设

施的落后和交通不便，农户对信息的获取依旧靠农

户之间长期来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不确定或

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对塑造人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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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决策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１９］。受文化水

平、信息传播渠道等的限制，农村居民对环境污染

的认知往往是很模糊的，因此农户对于环境污染的

受偿意愿受到自身社会网络极大的影响。

综上，养殖企业需要对农户进行经济补偿弥补

效用损失，而农户的受偿意愿并不能孤立产生和发

挥效应，社会关系必然嵌入其中，其对农户的受偿

意愿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有待检验。鉴于此，本

研究以养殖企业所在的８个村落为研究区域，共选
取１８１位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受
偿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中哪些成员会对其他

农户的受偿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１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１．１　研究方法
受偿意愿（ＷＴＡ）表示农户对于养殖企业污染

的受偿意愿，是为了补偿原始环境和当前环境之间

的效用差。虽然大多数普通商品在市场上具有公

平价值，但良好的空气和水资源等公共产品由于没

有市场有时并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相关文献通常

以Ｒａｎｄａｌｌ等提出的条件估值法（ＣＶＭ）衡量非市场
商品和服务的价值［２０］，本研究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方

法的指导方针，向受访者提供了一个假设的场景，

并询问了他们的受偿意愿，内容如下：

该养殖场的建立造成了难闻的气味、蚊子数量

的增加和潜在的水资源污染，对于环境恶化你觉得

养殖企业需要给您多少钱的补偿？

受访者将从 ０、１０～５０、５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５０、
１５１～５００元以及５００元以上（需填写具体金额）序
列中做出选择。这被广泛认为是在 ＣＶＭ中得到可
靠估计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对于选择０元为补偿额的受访者，他们将要回
答１个开放式问题：

您不需要补偿的原因是什么？

Ａ：污染不严重，不需要补偿；
Ｂ：环境质量的好坏对我的影响不大，不需要

补偿；

Ｃ：污染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金钱无法补偿；
Ｄ：其他原因。
出现选择零值为补偿额的原因正如上述选项

所示，一方面可能是受访者认为养殖场的污染不大

或污染对其影响不大，不需要金钱补偿；另一方面

可能是受访者认为污染对其影响非常大，金钱无法

弥补。前者是“真实零”，后者是“抗议零”。本研究

将答案Ａ和 Ｂ定义为“真实零”，“真实零”意味着
受访者认为养殖场引起的环境变化不会减少他的

效用，所以没有必要接受补偿。而将答案 Ｃ定义为
“抗议零”，“抗议零”意味着无论得到多少补偿，都

无法达到原有的效用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抗议

零”代表无穷大的 ＷＴＡ。在开放式回答 Ｄ中，比如
“我不相信公司会支付这笔钱”，或者“我最终拿不

到钱”，因此他们选择了０元。这时需要根据被调
查者给出零值的原因进行鉴别，若是因为跟环境污

染无关的原因而给出零值，则为“真实零”；若是因

为反对受偿方式或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其他原因而

给出零值，则为“抗议零”。

而在ＣＶＭ调查中，出现零值是非常普遍的现
象，常用的方法是直接从被调查者中移除受偿意愿

为零值的样本，不过这样的处理可能会产生被调查

者选择性偏差问题，规范的 ＣＶＭ研究需要将“抗议
零”从样本中分离出来［２１］，因此抗议受偿分析应当

包括在 ＣＶＭ研究之中。故本研究先将被调查者中
抗议受偿者分离出来，然后分析非抗议受偿者的受

偿意愿及差异。

１．１．１　抗议受偿模型　在该模型中，抗议受偿
（ｐｒｏｔｅｓｔ）为因变量。该变量有２种取值情形：如果
抗议补偿，取值为１，反之则为０。被解释变量是二
值变量，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不再适用，需要用二

值响应模型来分析，本研究选择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抗议
受偿分析。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ｌｎ ｐ
１－( )ｐ＝β０＋β１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β２Ｘ＋μ。 （１）

式中：ｐ表示农户选择抗议受偿的概率；β０表示常数
项；β１表示社会网络回归系数；β２表示控制变量回
归系数；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表示社会网络参数；Ｘ为控制变
量；μ为随机扰动项。
１．１．２　受偿意愿模型　在区分“抗议零”与“真实
零”后，去除“抗议零”样本，由于因变量 ＷＴＡ中有
部分零值，因此采用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Ｔｏｂｉｔ模型是主
要用于因变量受限制的一种回归方法，它定义了一

个潜变量ＷＴＡ，ＷＴＡ满足线性回归经典假设，服
从具有线性条件均值的正态同方差分布，即：

ＷＴＡ ＝β０＋β１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β２Ｘ＋ε；ε｜ｘ～Ｎｏｒｍａｌ（０，σ
２）；

（２）
ＷＴＡ＝ｍａｘ（０，ＷＴＡ）。 （３）

式中：ＷＴＡ为潜变量；ＷＴＡ为观察到的被解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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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当 ＷＴＡ ＞０时，所观测到的 ＷＴＡ变量等于
ＷＴＡ，并在严格正值上连续分布；当 ＷＴＡ≤０时，
ＷＴＡ＝０。式中 ＷＴＡ表示受偿意愿；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表示
社会网络参数；Ｘ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１．１．３　受偿意愿差异模型　在去除“抗议零”样本
后，仅针对“真实零”样本，本研究对同村样本进行

两两配对处理，将农户受偿意愿相除后取对数获取

受偿意愿差异（Ｇａｐ），进一步观测社会网络对农户
间受偿意愿差异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村内农户样

本两两配对观测受偿意愿差异，共获取１６３２个观
测样本，因变量受偿意愿差异中存在部分零值，与

上文受偿意愿模型同理，因此选用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分
析：

Ｇａｐ ＝β０＋β１Ｌｅａｄｅｒ＋β２Ｘ＋λ；λ｜ｘ～Ｎｏｒｍａｌ（０，σ
２）；

（４）
Ｇａｐ＝ｍａｘ（０，Ｇａｐ）。 （５）

式中：Ｇａｐ为潜变量；Ｇａｐ为观察到的被解释变量，
当Ｇａｐ ＞０时，所观测到的 Ｇａｐ变量等于 Ｇａｐ，并
在严格正值上连续分布；当 Ｇａｐ≤０时，Ｇａｐ＝０。
式中Ｇａｐ表示受偿意愿差异；Ｌｅａｄｅｒ表示社会网络
参数；Ｘ为控制变量；λ为随机扰动项。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的公司是一家国际食品生产商和

销售商。２０１１年该公司开始在中国投资，建立垂直
整合的供应链，以满足下游零售商（一些速食连锁

商店）的需求。到２０１９年为止，它已经在我国安徽
省滁州市建立了１８个肉鸡养殖场、８个种鸡养殖场
和４个雏鸡养殖场。

公司农场位于１０个村庄内，其中８个被纳入研
究范围，余下２个村庄人口稀少，无法收集社交网络
信息，故排除在外。总体而言，调查对象为上述８个
村庄内的１８１个家庭（每个家庭有一名受访者），大
多数参与者是男性，４４％的参与者年龄在 ６０岁以
上。该调查是在２０１６年８月通过面对面访谈进行
的，每份问卷需要３０ｍｉｎ左右完成。
１．３　变量说明
１．３．１　被解释变量　在抗议受偿模型中，抗议受偿
（ｐｒｏｔｅｓｔ）为被解释变量；在受偿意愿模型中，受偿意
愿（ＷＴＡ）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本次调查问卷中用于
测算农户受偿意愿的选项存在区间值，根据统计学

原理，借鉴文献［１７］中的方法，本研究用各区间的
中值代替农户的受偿意愿，对于“５００元以上”这一
区间，采用调

%

中出现频率最高的“１０００元”作为

替代；在受偿意愿差异模型中，受偿意愿差异（Ｇａｐ）
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将同村配对农户的受偿意愿相

除并取对数获取受偿意愿差异［２２］。

１．３．２　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衡量个体社会网络多
是通过亲戚数量、通信消费支出、与周围人交流频

率以及礼金往来数额等指标［２３－２７］。这些测度方式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问题设置的跨度时期较长，受

访者的回答与实际答案存在偏差；二是上述测算方

式多考虑个体关系网络的直接联系，而忽视了网络

结构连接间的传递性，未将间接认识的人群纳入计

算，导致测算个体社会网络时也存在偏差。为避免

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ＳＮＡ）计
算个体社会网络，主要关注３个能最好地描述被调
查者在社会群体中情况的参数，它们是点度中心

度、中间中心度以及接近中心度［２８］。本研究借助现

代专业软件Ｕｃｉｎｅｔ可以快速计算出社会网络参数，
Ｕｃｉｎｅｔ是美国社会网络学者开发的１个社会网络分
析程序［２９］，是常用的分析工具。

首先是通过与社会网络中其他社区成员的关

系来衡量的点度中心度。

Ｐ（ｉ）＝∑
ｎ

ｊ＝１
ａｉｊ，ｊ≠ｉ。 （６）

　　根据问卷调查内容，定义了亲密距离 ａｉｊ，受访
者与其他居民间沟通频率高，亲密距离则取１，否则
取０。根据计算公式，由于受访者ｉ的点度中心度是
感知与他人亲密距离之和，因此较高点度中心度意

味着受访者ｉ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很好。社会群体
中的点度中心度代表个人的直接交往群体规模，点

度中心度较高的个体意味着交往发展能力较高，靠

近社群中心，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从而提升对于

环境污染的认知，进而提高其受偿意愿。如图１所
示，２８号农户与其他４位农户相连，可以从４位农
户处获取环境污染的信息，对于环境污染的认知也

就高于其他农户，具有较高的受偿意愿。

　　其次，中间中心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参数，在
数学图论中，中间中心度表示节点之间的“相互距

离”。例如，在电信网络中，连接较多的节点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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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更强，因为更多的信息将通过该节点，同样

在人类的社交网络中，中间中心度较高的个体可能

会控制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传递。Ｆｒｅｅｍａｎ首先建
立了测量个体中间中心度的方法：在一个社交网络

中，测地线被计算为２个不同成员之间的最短路径，
如果被调查者ｉ认识被调查者ｊ与ｋ，但被调查者ｊ、ｋ
相互不认识，这就是从ｊ到ｉ再到ｋ的一个更复杂的
社会网络［２８］。被调查者 ｉ的中间度 ｇｊｋ（ｉ）是根据 ｉ
处于在其他２个成员之间的测地线 ｊ和 ｋ衡量，如
果被调查者ｊ和ｋ之间的测地线的总数是 ｇｊｋ，他们
随机选择测地线相互接触，被调查者ｉ处于ｊ和ｋ间
的测地线概率等于：

ｂｊｋ（ｉ）／ｇｉｋ，ｊ≠ｋ≠ｉ。 （７）
　　被调查者 ｉ和 ｊ之间存在的经过 ｌ的测地线数
目用ｇｉｊ（ｌ）来表示。总体而言，对于某一被调查者
ｌ，中间中心度是由其相对于网络中所有个体两两组
合的中间度之和来衡量的：

Ｂ（ｉ）＝∑
ｎ

ｊ
∑
ｎ

ｋ
ｂｊｋ（ｉ），ｊ≠ｋ≠ｉ。 （８）

　　与点度中心度不同的是，中间中心度并不衡量
被调查者的直接朋友群体规模，而是衡量与社交网

络中其他成员联系的可能性。被调查者的中间中

心度值越高意味着其与他人联系越紧密，因此他在

信息传递方面越具有影响力。另一方面，如果ｉ和 ｊ
之间有其他的中间者，ｉ的影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
下降。中间中心度较高的个体对关系网络中其他

个体间交往的控制能力较强，控制着路径间其他个

体的信息传递，因此对于环境污染的认知较高，其

受偿意愿也就越高。在图１中，２８号农户处于 ４１
号与４４号农户间，后两者要想建立联系必须要经过
２８号农户，因此２８号农户居于重要地位，控制着４１
号与４４号农户间的信息传递，对环境污染具有较高
认知，因此受偿意愿较高。

最后一个参数是接近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描

述了从 １个成员到所有其他成员的网络距离。
Ｆｒｅｅｍａｎ将接近中心度定义为从１个成员到所有其
他成员互连的最小总数［２８］。汉尼曼和里德尔提出

了一种新的计算接近中心度的方法，用被调查者与

其他被调查者之间的测地线距离之和来计算接近

中心度。如上所述，根据前面定义的参数，使用以

下公式来定义接近中心度，其中ｄｉｊ指的是成员ｉ与ｊ
之间的测地线数目：

Ｃ（ｉ）＝∑
ｎ

ｊ＝１
ｄｉｊ，ｊ≠ｉ。 （９）

　　一个成员与所有其他成员之间的距离越远，他
在传播信息和做出决策时越不受他人影响。个体

的接近中心度越高，其在信息资源、权利以及影响

方面也就越弱，远离社会网络中心地位。接近中心

度较高的个体意味着获取信息能力较弱，远离社群

中心，获取环境污染的相关信息也较少，因此其受

偿意愿较低。在图１中，２８号农户距离其他４位农
户的距离最近，因此在社群中拥有较高地位，获取

信息能力较强，对环境污染的认知较高，因此其受

偿意愿也就越高。

正如上文所示，农村社会网络是以农民个体为

节点，通过一定的关系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网络，关

系是以“地缘亲缘”为基础，图１中个体间距离的远
近体现了关系的亲疏。社会网络是信息传递的载

体，农村居民生活在一个处理各类信息的网络中，

环境污染的信息在“地缘亲缘”关系网中共享传递，

从而影响个体的受偿意愿。

上述公式都是计算绝对中心度，而在样本中不

同村落调研农户数量不同，故上述公式都要进行标

准化处理，从而获取相对中心度进行不同村落间农

户社会网络参数的对比。社会网络参数的计算公

式、标准化处理方法以及参数特点见表１，个体的点
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越大或者接近中心度越小，

其越接近社会网络中心地位。

表１　社会网络变量介绍

变量 计算公式 标准化处理 解释 符号

点度中心度 Ｐ（ｉ）＝∑
ｎ

ｊ＝１
ａｉｊ，ｊ≠ｉ

Ｐ（ｉ）
（ｎ－１） 体现个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交往规模 ＋

中间中心度 Ｂ（ｉ）＝∑
ｎ

ｊ
∑
ｎ

ｋ
ｂｊｋ（ｉ），ｊ≠ｋ≠ｉ

２Ｂ（ｉ）
（ｎ－１）（ｎ－２） 体现个体对关系网络中其他个体间交往的控制能力 ＋

接近中心度 Ｃ（ｉ）＝∑
ｎ

ｊ＝１
ｄｉｊ，ｊ≠ｉ

Ｃ（ｉ）
（ｎ－１） 体现个体不受关系网络中其他个体影响的能力 －

　　注：标准化处理下分母中的ｎ指的是同一村落内的样本个数；符号中“＋”代表农户的相应参数越大，在社会网络中地位越高。

１．３．３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是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与村落特征，户主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

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是否经常居住于村内，笔者

在模型中加入了户主健康状况，因为环境污染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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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由于研究目的不同，许多

相关文献都忽略了这一点。健康状况不佳的受访

者可能会要求更多补偿，因为空气和水污染可能会

恶化他们的健康状况，当然健康状况良好的受访者

也可能要求更多补偿，因为他们对空气和水污染更

加敏感，对空气和水的质量要求更高。健康状况作

为一个自评的类别变量，其值范围为１～３，数值越
高说明受访者认为家庭户主健康状况越好；家庭特

征包括家庭到最近养殖场的距离、家庭规模、老龄

人口占比、男性人口占比、总收入；村落特征指村庄

老龄人口占比与男性人口占比。各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２。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抗议接受金钱补偿 抗议接受金钱补偿（是＝１，否＝０） ０．４０ ０．４９

补偿意愿 每月愿意接受补偿的金额（元／户） ４１５．６９３９６．６１

补偿意愿差异 农户受偿意愿差异 ２７０．９２２５６．７６

点度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 ２６．６４ ２２．８８

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１．３６ ３．１７

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０．６１ ０．３３

村干部 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是＝１，否＝０） ０．０４ ０．２１

距离 家庭到最近养殖场的距离（ｋｍ） ０．９６ ０．７３

收入 家庭年收入（万元） ２．６９ ２．６９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人数（人） ３．５１ １．７２

老年人占比 家庭老龄人口占比 ０．２５ ０．３８

男性占比 家庭男性人口占比 ０．５２ ０．１９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０，女＝１） ０．０８ ０．２８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５７．４９ １１．４７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程度（年） ４．５６ ４．２３

户主健康 户主健康水平（１＝不好，２＝一般，３＝好）２．３６ ０．７５

是否村内 户主是否经常居住在村内（是＝１，否＝０）０．９６ ０．１９

村庄老年人占比 村庄老龄人口占比 ０．１８ ０．０５

村庄男性占比 村庄男性人口占比 ０．５４ ０．０２

　　注：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定义，取６５岁以上人群作为老龄人口。

　　由表２可以看出，抗议接受金钱补偿的农户人
数占受访总人数比例为４０％，每户愿意接受补偿金
额为每月４１５．６９元，农户受偿意愿差异为２７０．９２，
村内农户间受偿差异较大。信任中心度、中间中心

度与接近中心度分别为２６．６４、１．３６、０．６１；户主特
征、家庭特征与村落特征等控制变量的介绍内容均

在表２中展示。

２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２．１　抗议受偿模型
本研究对抗议受偿与社会网络参数等解释变

量进行 Ｌｏｇｉｔ回归，探究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与
接近中心度等变量对农户抗议接收金钱补偿的影

响，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抗议受偿回归结果

变量
抗议接受金钱补偿

（１） （２） （３）

信任中心度 ０．０１０

（１．０７）

中间中心度 ０．０６８

（１．０９）

接近中心度 －０．１０４

（－０．１８）

村干部 －０．４９７ －０．５１５ －０．５０２

（－１．８６） （－１．８９） （－１．８７）

距离 －０．９８７ －０．９９８ －１．０４４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２２）

收入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４

（２．１１） （１．８１） （２．１３）

家庭规模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０．３０） （０．２３） （０．３６）

老年人占比 １．５７１ １．５２８ １．６５８

（２．５７） （２．４６） （２．７５）

男性占比 ０．２０３ ０．１８８ ０．２４７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２４）

户主性别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０４）

户主年龄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９７） （－０．９８） （－１．００）

户主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３）

户主健康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３ ０．２７２

（１．１２） （０．９６） （１．０８）

村庄老年人占比 －３．３３９ －４．３８５ －２．８８４

（－１．０１） （－１．１９） （－０．８４）

村庄男性占比 ０．４９１ －５．０６２ －３．７００

（０．０５） （－０．６２） （－０．４５）

常数项 ０．５４６ ４．０５４ ３．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８１） （０．６２）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０．５１ －１１０．４７ －１１１．０７

观测值 １８１ １８１ １８１

　　注：括号中是ｔ值。、、分别表示在０．１、０．０５、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表４、表５、表６同。

　　总体而言，在对农户抗议受偿的影响因素中，
村干部、家庭年收入以及家中老年人口比例具有显

著作用，而社会网络（信任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

近中心度）对农户抗议受偿并无显著作用。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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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地位高的农户对于环境质量有更高标准，企业造

成的环境污染致使环境恶化，带来健康风险，因此

这类农户会拒绝受偿，反对养殖企业驻村。但估计

结果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网络地位高的农户

知识、阅历更为丰富，认识到由于资金、人员安置等

问题，企业搬迁短期内难以实现，所以通过获取补

偿改善生活质量更加现实。由此可见，社会网络参

数对农户抗议受偿具有正向、负向影响，因此导致

估计结果不显著。

村干部对抗议受偿有负向影响，村干部负责传

达和落实国家和地方政策，村干部在执行政策时，

能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通过自己的行动，他们

可以激励村民积极参与政策的实施，从而增强村民

的信任感和归属感，故同意接受补偿；收入高的农

户更加关注环境质量，认为通过金钱补偿并不能弥

补自己的效应损失，所以不接受公司的补偿；家中

老年人口较多的家庭也更加在意污染对健康的危

害风险，因此更可能拒绝补偿。

２．２　受偿意愿模型
在以受偿意愿为因变量的模型中，本研究采用

Ｔｏｂｉｔ回归探究社会网络参数对农户受偿意愿的影
响，表４给出了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接近
社会网络中心的农户，其受偿意愿更高，即点度中

心度、中间中心度对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接近

中心度对受偿意愿具有负向影响。点度中心度能

够代表受访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点度中心度越

高的农户，直接交往群体规模越高，搜寻信息与处

理信息的能力越强，对环境污染的认知越高，因此

能产生更高的受偿意愿。中间中心度衡量该受访

者对其他受访者之间交往的控制能力，某受访者的

中间度值越高，说明他在信息控制方面的影响力越

大，故产生较高的受偿意愿。接近中心度是指受访

者到其他受访者的距离，接近中心度越低，受访者

在信息资源、权利以及影响方面越强，故产生较高

的受偿意愿。实证结果也可能得到其他文献的支

持，强关系在社交网络似乎比弱关系更有影响

力［３０］，位于网络中心的人处理信息更快，他们感知

到的污染危害比别人更严重，受偿意愿也就更高。

户主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对 ＷＴＡ具有
负向影响。与年龄大的户主相比，年轻户主对环境

关注度更高，认为养殖场使家庭生活环境变差，对

此要求更多的补偿。我国公民对环境恶化的关切

程度普遍较高，年轻人群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明

表４　受偿意愿回归结果

变量
抗议接受金钱补偿

（１） （２） （３）

信任中心度 ７．７７２

（２．８１）

中间中心度 ４９．５３８

（３．０１）

接近中心度 －２９８．７５８

（－１．８６）

村干部 ７６１．３６８ ６３７．５５８ ５９９．７２９

（２．２６） （２．０２） （１．８３）

距离 －１６１．５１４ －１８６．３３５ －１８２．６２０

（－２．４９） （－２．９３） （－２．７９）

收入 －３．７７０ －３．３２４ ３．５４３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８）

家庭规模 １．８３０ －４．７４５ －３．６５３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１３）

老年人占比 １３５．７９９ １７６．２３１ ２２９．７７０

（０．８２） （１．０９） （１．３９）

男性占比 －４３２．７５６ －３７２．９７０ －３７６．６８９

（－１．５０） （－１．３２） （－１．２９）

户主性别 －３３８．４１８ －３５７．７５６ －３７８．７８０

（－１．６０） （－１．７１） （－１．７７）

户主年龄 －１２．２９３ －１５．８３４ －１５．４８７

（－２．１８） （－２．９２） （－２．７７）

户主受教育程度 －２４．３４９ －２２．２９７ －２０．３２８

（－２．１４） （－１．９９） （－１．７４）

户主健康 ７３．７２１ ３３．１０５ ４９．５６０

（１．２０） （０．５６） （０．８１）

村庄老年人占比 １２３５．３９２ ９４０．９２３ １４７７．９３９

（１．４７） （１．１０） （１．７４）

村庄男性占比 ８４０６．２ ４２１１．４１２ ５８５５．７４５

（２．９３） （１．７１） （２．２１）

常数项 －４２１８．９８３ －１３８７．２９２ －２１８５．２９８

（－２．３７） （－０．９２） （－１．３９）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４３．１７ －６４２．７０ －６４５．３３

观测值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０９

显高于老年人群，因此年龄负向影响受偿意愿。一

般而言，农村中男性较女性知识面广，对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认知度也更高，所要求补偿的金额相对更

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往往具有较高的非农

就业能力，其兼业外出倾向降低了对当地生态环境

的敏感程度，因此受偿意愿较低。

家庭到附近养殖场的距离对 ＷＴＡ有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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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感知到的气味和水污染可能会随受访者到最近

养殖场距离的变化而改变，因为住在远处的居民受

到养殖场污染的影响比附近的居民小，所以索要的

补偿也较低。

在村庄结构变量中，当村内男性比例、老年人

口比例较高时，农户可能提出更高的受偿意愿。村

内整体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知度更高，对危害老

年人口健康的污染因素更敏感，所以农户要求更高

的补偿。

在全体样本（即抗议受偿与接收补偿样本）回

归结果中，家庭到养殖场的距离负向影响农户抗议

受偿，家庭年收入以及家中老年人口比例正向影响

农户抗议受偿，均对家庭特征产生显著影响；在接

受补偿样本回归结果中，靠近社会网络中心的农户

提出更高的受偿意愿；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

以及家庭到附近养殖场的距离对 ＷＴＡ具有负向影
响；当村内男性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较高时，农户会

提出更高的受偿意愿，即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村庄

特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受偿意愿产生影响。

２．３　受偿意愿差异模型
在我国农村这样一个乡土关系复杂的社会环

境中，中心地位的农户对其他农户决策的影响十分

突出。由于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信息获取的单一性，

农户确定受偿意愿倾向于信任他人对环境污染的

主观评价，尤其受到中心地位农户传递的信息以及

行为的影响。靠近中心地位的农户，在交往路径上

具有控制群体间信息传递的能力，因此可能对其他

农户的受偿意愿产生影响，农户在做出受偿意愿决

策时往往会向高社会地位的农户看齐。本研究将村

内样本两两配对并测算出村内农户间的受偿意愿差

异，探究靠近社会网络中心的农户对农户间受偿意愿

差异的影响，除社会网络参数外，其余变量均为农户

间属性差异，如收入指的是２户家庭间收入之比。
同时村干部是通过村民自治机制选举产生的

村庄管理者，担负着领导村民生产建设的任务，属

于基层领导者，本研究根据调研问卷信息生成“家

中是否有村干部”虚拟变量 Ｃａｄｒｅ，反映的是受访者
家庭的政治身份，探究村干部对农户间受偿意愿差

异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５、表６。
　　结果表明，靠近网络中心地位的农户受偿意愿
与其他农户受偿意愿的差异较小，而对于家中有村

干部的家庭，其受偿意愿与村内农户受偿意愿并无

显著的相关性。

表５　受偿意愿差异回归结果

变量
受偿意愿差异

（１） （２） （３） （４）

信任中心度 －１．５００

（－２．９３）

中间中心度 －６．１０２

（－１．７１）

接近中心度 ６６．８７４

（２．４１）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ｌ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００２９．１９ －１００３２．０２ －１００３２．０１ －１００３０．５９

观测值 １６３２ １６３２ １６３２ １６３２

　　为了更好地判断哪些农户可能处于网络中心，
本研究选取家庭特征与户主特征进行分析，家庭特

征指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家

庭老年人口比例以及家中男性人口比例，户主特征

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回归结

果见表６。
表６　中心农户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点度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村干部 －２．５５３ －１．３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３１） （－１．１６） （－０．０３）

距离 ２．２２４ －１．３４９ －０．１２９

（０．２５） （－１．１２） （－１．０１）

收入 －０．３２５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４９） （２．３３） （０．４９）

家庭规模 １．１６５ ０．１９７ －０．００６

（１．０８） （１．３５） （－０．３７）

老年人占比 １８．２２７ ３．０１３ －０．１４５

（３．０１） （３．６８） （－１．６７）

男性占比 －１．６３１ ０．５６２ －０．０５０

（－０．１５） （０．３９） （－０．３２）

户主性别 ５．９７０ １．４３０ －０．０９８

（０．８１） （１．４３） （－０．９２）

户主年龄 －０．２５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

（－１．２４） （－１．１５） （１．１７）

户主受教育程度 ０．３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７１） （－０．４６） （１．５９）

户主健康 －２．７１２ ０．２４１ ０．０３９

（－１．１０） （０．７２） （１．１１）

常数项 ３６．８７８ １．７００ ０．４７７

（１．９８） （０．６８） （１．７９）

观测值 １８１ １８１ １８１

Ｒ２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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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表明，家中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农户更接
近社会网络中心，家庭年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促进农户靠近网络中心。在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

较年轻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威望，其言行举止比大部

分年轻人有更高的号召力。诸如当村内开办红白

喜事或出现矛盾纠纷时，大多是村里老年人负责主

持或是调解，因此当家庭老年人口较多时，农户会

更靠近村内社会网络中心。收入是与社会阶层直

接相关的资源，村内高收入人群能力较强，村民对

其更加信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高收入农户更靠近

社会网络中心。

３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养殖企业周围 １８１户农户调研数
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结

果见表７。

表７　各模型中社会网络参数结果比较分析

因变量 社会网络对因变量的影响 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抗议受偿 无显著影响　 （１）村干部负向显著影响；（２）家庭年收入及家中老年人口比例正向显著影响

受偿意愿 正向显著影响 （１）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到附近养殖场的距离负向显著影响；
（２）村内男性比例、老年人口比例正向显著影响

受偿意愿差异 负向显著影响 村内男性比例负向显著影响

　　注：为了统一表述，表７第２列社会网络指靠近社会网络中心。

　　研究表明：（１）社会网络对农户是否接受金钱
补偿无显著影响，但对于愿意接受补偿的农户而

言，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受偿意愿，点度中心度、中间

中心度均正向影响农户的受偿意愿，接近中心度负

向影响农户的受偿意愿，即靠近社会网络中心的农

户受偿意愿更高。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

及家庭到附近养殖场的距离对受偿意愿具有负向

影响；户主是否经常居住于村内对受偿意愿具有正

向影响；当村内男性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较高时，农

户会提出更高的受偿意愿；（２）靠近社会网络中心
的农户与其他农户受偿意愿差异较小，这也表明了

处于社会网络中心的农户对其他农户的影响，信息

分享沟通充足。村内男性比例负向显著影响受偿

意愿差异，而家中有村干部的农户与其他农户间受

偿意愿差异并无显著关系；（３）家中有村干部并不
会促使农户靠近社会网络中心，而家中较高的老年

人口比例与较高的收入则会促使农户接近村内网

络中心。

为了准确把握农户的受偿意愿以解决企业与

农户间的纠纷，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针对企业提

出以下建议：第一，在本研究中，家中老年人口比例

较高的农户更接近社会网络中心，家庭年收入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农户靠近网络中心。因此企

业在寻找村内靠近社会网络中心的农户时，可根据

老年人口与收入这两大特征从村委获取名单定位

关键人群，从而针对性引导农户提出合理的受偿意

愿。第二，为提高补偿的有效性，企业应着重与村

庄内靠近社会网络中心地位的农户搞好关系。由

于靠近网络中心的农户不仅会提出较高的受偿意

愿，而且其受偿意愿会影响村内其他农户意愿，企

业应与其建立良好友谊，经常与中心农户就排污问

题进行交流，从而促使靠近网络中心的农户确定合

适的受偿意愿。同时可聘请这类农户进行信息宣

传，引领村内其他农户的受偿意愿向其靠近，从而

减少企业与农户间的冲突与矛盾。第三，企业应加

大信息披露程度，积极公布其生产排污数据。不仅

如此，为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应着重告知村庄

内靠近社会网络中心的农户。确保其可以合理评

价企业的环境污染，从而提出合理的受偿意愿，以

避免错误信息使中心农户提出过高的补偿金额。

在此基础上通过关系网络向其他农户传递信息，引

导村内形成统一的受偿意愿，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

而产生不必要的纠纷。第四，研究发现距离养殖场

近、收入高、老年人比例高的家庭更可能拒绝接收

金钱补偿，企业应考虑其他的补偿方式如提供净化

器具、就业岗位以及基础建设投资等，进一步减少

居民对于养殖企业驻村的抗议。同时企业在进行

选址时应考虑农户与村庄特征，可考虑在具备村内

农户收入低、男性比例与老年人口比例小等特征的

地区选址。

本研究发现家中老年人口比例较高与收入较

高的农户更接近村内网络中心，这类群体对其他农

户受偿意愿决策的影响十分突出。研究结果的意

义不仅限于认识到社会网络对外企入村的价值，而

且还为农业新技术推广、耕地流转、贫困人口增收、

小额信贷扩散、农民自主创业、农民收入多元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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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乡村发展的若干措施提供新亮点。受限于较

低的知识水平与闭塞的信息渠道，农民对于促进乡

村发展的新政策、新方案接受较慢。而以血缘和地

缘等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在人们的行为决策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个体在社会网络中获得信息和资源的

成本更低，同时对信息和资源也更为信任。进一步

地，发挥社会网络中心群体的影响力可较好解决其

他农户理解偏差、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鼓励社会网

络中心人群成为示范户，促进农户对诸如农技推广

等政策的支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

市务工，导致农村普遍出现老龄化、空心化的现象，

农村社会网络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此背景下研究农

村社会网络变化以及其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程

度变化也具有重大意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外出

的年轻劳动力在务工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收入也

增长了见识，未来这类群体是否会替代传统乡贤成

为农村社会网络的中心人物？研究可以进一步探

讨外出务工能够促使农户靠近社会网络中心，以及

引导外出务工劳动者返乡就业创业能否带动村民

共同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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